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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世界” 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菅志翔 马 戎

［内容提要］今天在中国开展民族问题研究，离不开对核心概念“民族”的讨论。“民族”在鸦片战争后进入

我国话语体系，由于这一概念与中华文明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这一概念出现了

不同的理解和应用。当前，族际互动全面增强，民族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和社会分层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

历史性变化，如果不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阐释清楚，而继续保留含混与多重含义的解读，我们的

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将始终处于争论之中。本文力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厘清“民族”这

一概念的引入和演变脉络，促成不同解读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从而真正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

［关键词］民族 国族 宗族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菅志翔：浙江大学社会学系（Jian Zhix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Ma 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Depart‐
ment of Soci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任何人类思想体系的表述和发展都离不开

语言文字这一符号系统。人们在社会与文化发

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认识和思想，都需要借助自

身语言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来表达，特别是人

类的抽象思维如哲学、伦理、科学、宗教等，更离

不开一系列基础性核心概念的生产与演化。在

人类发展进程中，根据认识和理解社会核心议题

的客观需求，总会有人首先提出一些重要概念，

用它来引导人们去理解和处理社会中的重大矛

盾，并在实践中对这些概念加以修订和拓展，而

这些概念在被人们理解、接受和使用的过程中，

也会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意涵，发生意义方面的流

变。因此，“对于社会行动和实践的说明，都必须

对概念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本身有详尽的分析”

（卡夫雷拉，2008：162）。以具体词汇来表达的核

心概念，其定义与再定义，即是人类思想的创建、

发展与升华，是人类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如果思

想史需要接受经验的检验，那么便只能以观念史

作为自己的基础。……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

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人们通过它们来

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

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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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金观涛、刘青峰，

2009：1，3）。

因此，概念是构成人们认识、观念和思想的

基本要素，概念的用法及其含义的流变直接影响

甚至塑造社会观念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表

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概念本身就是

知识与外在世界发生关联的起点，是塑造人类经

验世界的工具，是社会世界的价值观、归属感和

意识形态的核心。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认

识出发，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

视为概念史研究。每个核心概念的产生及其内

涵与外延的确定和变化，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场

景和人们思想发展过程中衍生、界定和再界定，

并且是在与其他文化体系和社会的交流中不断

进行着的。这些核心概念的表述及其在思想交流

中的演变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思想史。社会学

研究不仅仅需要对现实社会运行和各类具体现象

开展系统性调查，为了真正理解现实社会的运行

规律，知其所以然并对其未来演变做出预测，研究

者必须对塑造社会变迁和群体行为的思想活动，

引领社会伦理秩序的文化体系的基本脉络及其历

史源流进行梳理和分析。也正因此，概念史的梳

理与分析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对于‘语言’在理解

‘现实’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认可，已经急剧

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

这种改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政治语言史’（history of political lan‐
guages）和‘政治话语史’（history of political dis‐
course）的发展”（汉普歇尔-蒙克，2010：1）。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和相关理

论，最重要的就是要讨论清楚：第一，“民族”，这个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重要汉语词汇，它的确切涵

义是什么？第二，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概念，是

源自中华文明传统，还是由外部引入中国？如果

来自外部，它在何时及何种情境下进入中国人的

话语体系？第三，“民族”对应的英文（或其他西方

国家文字）是哪一个词，其在原来的语言系统中如

何被使用？进入中国后，国人如何理解和应用这

个概念？曾围绕它出现过哪些重大争议和讨论？

第四，进入 21世纪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及具体

使用“民族”这个概念？如何通过相关讨论引导构

建全体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方向？为了厘

清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对“民族”这个概念进入中

国社会的历史以及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和流变进

行细致地梳理，也就是说，我国的民族研究需要

引入概念史视角。如果我们在这些基础性的概

念问题上思路不清，长期无法达成共识，相关的

理论创新和体制政策调整就无法切实推进。

一、中国传统的群体观

和西方“民族”概念的引入

（一）中华文明传统的群体概念与群际交往

观念

世界各地的人群在其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

中各自衍生，发展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化在相互交往中变化、发展或消亡，最终

演化成当今世界上的几大文明体系和各有特色的

语言文字。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在鸦

片战争前的几千年里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中

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

（梁启超，1989a［1896］：5）。虽间或有北方游牧部

落“入主中原”，但在中原地区孕育出来的中华文

明体系从未中断，不仅衍生出独特的语言文字，

也发展出与之关联的一整套具有鲜明文化内涵

的基本概念和话语体系，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持

续影响。概而言之，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是以

几千年文化传统为基色，由复杂行政体系相联结

的政治共同体（马戎，2019a），一度被中外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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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

展的政治文化体”（金耀基，1999：614）。美国学者

白鲁恂（Lucian W. Pye）则称中国“是伪装成一个

民族国家的文明体国家”（ a civilization-state，pre‐
tending to be a［nation-］state）（Pye，1992：235）。

在宇宙观、人性论等许多基本问题上，中华

文明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具有明显差异。首先，

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的观念来看待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把自然界视为外在于人类和

供人类获取资源的对象。其次，中国人特有的

“天下”观把世上所有人视为一个完整体系 ，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

经·小雅》）。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个在理

论上潜在地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或者说是

一个世界政治秩序”（赵汀阳，2016：13），其最高

理想境界是兼顾所有人权益的“天下大同”。“‘天

下’的观念实际上是与儒家的‘道’，亦即中国自

身的主要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列文森，

2009：84）。其三，中华文明以文明发展程度和自

身社会伦理（三纲五常等）来判定人群与人群之

间的差异，用中国人的术语就是“夷夏之辨”。而

且“夷”“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辩证关

系，“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

中国”（孔庆榕、张磊，1999：285）。所以中华文明

自身不存在西方具有“进化论”基色的种族主义

观念。中国近代有关“黑种”“白种”分类话语，主

要出现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者著作中。①英国

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的研究指出，中国学者

有关“race”（“种族”“白种人”等）的讨论主要出现

在严复、梁启超等晚清学者的著述中（冯客，

1999：62-63；梁启超，1896：77）。“‘不拒他者’是

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

维”（赵汀阳，2005：13）。最后，在看待社会中个

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中华文明认为“人之

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在人际交往中秉持

“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平等交往观。这与基

督教“人性本恶”的原罪论全然不同。总之，中华

传统文明对于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群体认同和

个体间的交往规则，都有一整套不同于西方世界

的独特思想体系和概念术语。这一独特的政治

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主要脉络被记述在中华经典

文献和反映朝代更替的“二十四史”等重要史籍

中，一直延续至近代。厚重的文化传统始终影响

着我国普通民众的群体观念，是我们今天研究中

国社会以及与“民族”相关概念史演变的历史文

化基础。

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较，中华文明的基本特

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它虽然是世俗性的，但

并不排斥宗教，只要宗教组织（无论是内生的还

是外来的）不威胁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伦理秩

序，就可以包容共存（马戎，2018）。“中国文明被

认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赵汀阳，

2016：13）。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和“无

外原则”无法产生宗教：“‘无外’原则意味着，至

少在理论上说，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被‘化’入某个

总的框架，在外的总能够化入而成为在内的，于

是，不存在什么事物是绝对在外的。这是中国特

有的思维框架，而且是百家思想共有的思想方法

论，……它决定了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

思想，……它注定了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

的超越存在（the transcendent），也就是那种无论

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这样，中国就不可能

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绝对不可化解的敌人”（赵汀

阳，2005：14）。在处理群体关系的价值基础和交

往原则上，中华文明体系与具有强烈一神教传

统，排斥“异教徒”并在群体交往中排他且持双重

标准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形成鲜明对比。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把中国视为基督教国家

的“敌人”（亨廷顿，1999：361），完全是以西方文

化臆测中国社会导致的对中华文明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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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引入中国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有“民族”概念，

并举出《南齐书》中的例子“诸华士女，民族弗革”

（萧子显，1972：934）。但是《南齐书》注释指出，

此处的“民”在南监本与《南史》《册府元龟》中为

“氏”（萧子显，1972：950），因此，这句中的“‘民

族’则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李大龙，

2017：22）。在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分类和认同意

识中并不存在今天我们使用的“民族”概念，即使

在古籍中偶尔出现两个连用的汉字“民族”，也完

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

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字记载

（尤其是汉语典籍）中从未出现类似西方“nation”
（民族）的概念。今天我们使用的具有现代意涵

的“民族”一词，直至近代才由西方人引入中国。

“民族”这个汉语词汇最早出现在 1834年普鲁士

人郭士立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

“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

（黄兴涛，2017：72），以及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

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 9月）中的一文《乔舒亚降

迦南国》：“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

也”（黄兴涛，2017：70）。这个汉语词汇的原文是

英文“nation”。欧洲人将之引入中国，并译为“民

族”，这一译法及其现代意涵影响了当时积极吸

收欧洲思想的中国学者。“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

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刘禾，2002：38）。

在此之前，国内群体从未被称作“民族”。清朝曾

区分“旗人”和“民人”，而且旗人可以“退旗”转为

民人。“连‘满族’、‘汉族’这类名词也是很现代

的”（孙隆基，2004：17）。

晚清时期的中国学者立志救亡图存，积极学

习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甲午战争后，

全面学习欧洲并“脱亚入欧”的日本成为中国人

的榜样，当时还以汉字为主要书写形式的日文出

版物成为中国人吸收欧洲思想和学习工业文明

的桥梁。1874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

中论及“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

民族繁殷，物产饶富”（彭英明，1985：11），首次把

“民族”这一汉语表述应用于中国。1898年，梁启

超提出：“望中国民族从兹得以复见天日，自由独

立于世界上”（金观涛、刘青峰，2009：242）。1902
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又首次

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梁启超，1989d［1902］：

21）。与“民族”一词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民族

主义”。“20世纪头 15年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勃

兴、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 1901年的《国民报》”

（金观涛、刘青峰，2009：243）。1901年，梁启超称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

国”（梁启超，1989b［1901］：22）。

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

学说》一文中总结的“民族”特质有 8条：“民族最

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

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支（肢）体形状，（四）同

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

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

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

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梁启超，

1989f［1903］：71-72）。其中多项与斯大林在 1913
年提出的“民族”定义（地域、语言、经济、文化）有

重合之处。

进入 20世纪后，“民族”一词充斥于各地新潮

书报并被用来称呼国内各群体，引自日文的“蒙

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等词汇被国人囫囵

吞枣式地接受。鉴于“民族”一词应用的泛化可

能导致中国分裂，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

义”和“小民族主义”概念。“大民族主义”指包含

全体中国人的“国族”，“小民族主义”则指中国内

部各族，他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

成一大民族”（梁启超，1989f［1903］：76）。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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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曾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把“中华”局限

于汉人。鉴于辛亥革命后外蒙古、西藏出现分裂

趋向，他在 1912年转而主张“合汉、满、蒙、回、藏

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1912］：2）。在

当时的中国，“民族”一词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

概念之一。

（三）与“民族”相关的“国族”概念

另一个与“民族”相关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国族”。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自

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梁启超，1989e［1902］：

11），表明他的“国族”概念包括所有中国人。

1906年张君励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篇编译自约

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作的文章《代议制政

府》，文中的“nation”译作“国族”（黄兴涛，2017：
87）。孙中山 13岁—17岁在美国檀香山接受教

育，1924年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谈及“民族”一

词的译法，明确表示他追求的“民族主义”已是包

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中华国族”：“民族主义就

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

……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即‘nation’的音

译——笔者注），哪逊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

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

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易混乱。……（在中国）

我说民族就是国族”（孙中山，2001［1924］：2）。

孙中山认为对当时全体中国人而言，团结起来救

亡图存是最紧迫的任务，在中国使用“民族”一

词，就是强调这个英文词汇所含政治意义的一

面。1942年芮逸夫指出：“由中山先生之说，‘国

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国家’也可

说是相同的。这三个名词在西文本同作一词，拉

丁文作 nationem，英、德、法文并作 nation。所以我

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

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芮逸夫，1972［1942］：

4）。民国时期，《三民主义》一书成为普及政治读

物，“民族”与“国族”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名词同时

流行于中国且具有相同的政治内涵。

二、民国时期有关“民族”概念的讨论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宣称“实现

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

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黄兴涛，2017：
165）。此后出版的常乃惪所著《中华民族小史》

（1928）、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1928）和张其

昀所著《中国民族志》（1938），都以全体中国国民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在 20世纪 30年代，这一

概念曾被译为蒙文和藏文，“但直到‘九·一八’以

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它才可以说真正在社会

上特别是民间社会勃然而盛、广泛流行”（黄兴

涛，2017：173-174，187）。

（一）1939年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

讨论

1932年—1934年，伪满洲国和蒙古地方自治

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1937年—1938年，南京、武

汉相继沦陷。在抗日战争态势日趋严峻之际，顾

颉刚 1939年在《益世报》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

个》，该文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

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

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

字”。他在文章中向全体国人呼吁的讨论议题，就

是在中国应当如何认识和使用“民族”这个重要

概念。他回顾了“民族”这个概念被套用到国内

各群体头上后，在各族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方

面造成的思想混乱：“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

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

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

华民国真要崩溃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

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现在我们整天谈民

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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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顾颉刚，1939a：
38）。他在后续文章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与推动“民

族自决”的内蒙古察哈尔德王之间的交往经历，以

及在西北各地有关回汉冲突的所闻所见，“我看了

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

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顾颉刚，1939b：78）。各

族被称作不同的“民族”，各自就有了不同的核心

利益和不同的政治追求，中华各族间历史上形成

的政治文化认同格局自然难以延续。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的结尾，顾颉

刚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

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

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1939a：43）。在抗日战

争的紧要关头，他坚持要厘清“中华民族”这个核

心概念的内涵，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探讨，在

当时还具有非常强烈和紧迫的政治意义。

文章发表后，随即在国内学术界引发激烈讨

论，众多学者如费孝通、白寿彝、翦伯赞、杨成志

等均参与其中（马戎，2016）。杨成志特别从“民

族”一词的英文源头作了分析：“费先生所言之

‘民族’似近于 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

（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

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主张”

（马戎，2016：134）。杨成志的解析一语中的，其

实如果我们把人类学者使用的“ethnicity”译作“族

群”，“ethnography”译作“族群志”，顾费二人思路

差异之源便十分清楚了，二人的分歧也可基本化

解。笔者一直提议把我国 56个“民族”层面的“民

族”改称“族群”（马戎，2000：135），也正是试图避

免把“民族”这个关键的核心概念应用在两个性

质完全不同的层面（“中华民族”和 56个“民族”）。

如果要坚持强调经由国家识别的“少数民族”具

有与族群相区别的政治属性，则需要将中华民族

改称“中华国族”，将经由国家识别的群体称为

“少数民族”，而用“族群”这个概念指称区别于二

者以外的研究对象（菅志翔，2006）。民国时期所

发生的这次争议，即是我国学者对汉语词汇“民

族”这个重要概念应当如何解读和使用的第一次

大讨论，其相关文献也是今天梳理中国“民族”概

念史的重要素材。

（二）民国时期的“造民族”与“造国民”

无论是“民族”“种族”，还是“国族”“国民”，

这些名词概念都是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话语体

系的。中华民国成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全

体中国人重新构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如何引

导各族精英与民众接受现代国家意识，并团结起

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在这

个历史时期，学者之间的名词解读之辩，不同学

科学派的理论创新追求只能退居其次。

当时留洋归国的中国学者希望在吸收西方

学术传统和概念话语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与

知识体系，借此推动中国在科技、工业等方面快

速发展，同时学习西方学术体系并以国际通用的

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开展平等对话。1926年从欧

洲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即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

他在中央研究院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

“史语所”）的宗旨，就是期望把西方民族学、语言

学、历史学的一套知识拿来，通过组织中国西南

地区的田野调查，②把中国素材纳入这套知识体

系以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从而让史语所成为

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的研

究所（欧阳哲生，2005：127）。王明珂编校的史语

所两位年轻人 1929年的田野调查笔记《川西民族

调查记录 1929》（黎光明、王元辉，2004）在 2004年
出版，他随后发表了论文《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

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王

明珂，2019）。王明珂指出，当时以傅斯年为代表

的有留学经历的教授们组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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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少数民族”，填补国际人类学的知识空白

并为中国学者争一席之地，简略地说其目的是

“造民族”。与傅斯年的工作目标相反，黎光明等

在基层社会感触最深的，却是当地被访者对现代

国家完全缺乏概念，这些人不知道皇帝是否依然

在位，甚至询问南京是不是“洋人地方”。所以，

他们开始热心地向当地精英们传播有关中华民

国的基本政治知识，努力使当地人具有“国民”意

识，实际上开展的是“造国民”的工作（马戎，

2020：101）。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即面临如何将清

朝下辖各族臣民改造为现代国家“国民”的任务，

黎光明等青年人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在民间社会普

及有关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知识。但与此同

时，部分留洋学者也在积极“造民族”，即“经由学

术调查、研究，一个个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特色、

历史源流被确认，透过政治实践各边疆人群被分

类、识别而成为国族中的少数民族”（王明珂，

2019：94）。由于傅斯年等留洋学者在中央研究院

掌握国家学术主导权，所以黎光明的工作没有被

认可，他的调查笔记在史语所档案中被尘封了 85
年。王明珂由此而生的感慨也是他另一篇文章的

题目：《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

了解边疆》（王明珂，2014）。民国时期“民族”概

念在学术活动中的应用及对国民认同意识产生

的影响，在梳理“民族”概念演变史时不可忽视。

（三）1942年蒋介石提出“宗族论”

抗战期间，为了避免把“中华民族”与国内满

蒙回藏等族同时称为“民族”，当时也出现了把满

蒙回藏等族称为“宗族”“支族”“种族”“部族”等

提法（黄兴涛，2017：308）。顾颉刚在《续论〈中华

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中说：“现存的

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在

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

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 nation‐

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 nation。他们如要取得 na‐
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顾颉刚，

1939b）。在当时的讨论中，费孝通等指出“种族”

（race）概念多用于指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之

间的体质差异，用于称呼国内的满蒙回藏诸族并

不妥当（费孝通，1939）。

1939年日本军部把在华北扶植成立的三个

“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同时积

极鼓动甘青宁地区回族军阀成立“西北回回国”

（丁明俊，1995）。1941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

后，运输抗日物资的西北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重

要性进一步加强，抗日战争面临一个严峻时期。

1942年 8月蒋介石紧急飞抵西宁，在对当地各族

首领讲话时提出“宗族论”：“我们中华民国，是由

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

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

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

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

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

藏哪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

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

等的，生死荣辱更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人人

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

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

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能享受平等的权利。至

于国内各种宗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构成的一种

要素，政府自然要保障人民信教的自由，而无所

轻重”（黄兴涛，2017：306-307）。上述观点在他

一年后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述得更加

清楚。蒋介石把满蒙回藏等称作“宗族”而不称

作“民族”，多少承袭了孙中山 1924年“三民主义”

讲座中的观点。在国家层面，孙中山认为“中华

民族即是国族”，在国内群体层面，他指出“中国

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可由宗族主义

扩充到国族主义。……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

212



“他者的世界” 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孙中山，2001［1924］：

53-54）。孙中山这里所讲的“宗族”主要指汉人

中的宗族，1942年被蒋介石扩展到了边疆各部落

群体（熊芳亮，2016：104）。这也反映出，在当时

的国家政治精英的观念中，边疆地区人群的社会

结构与汉族的“宗族”是一回事。同时，蒋介石不

称满蒙等为“民族”，多少也受顾颉刚 1939年“中

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影响。

蒋介石提出“宗族论”后，虽然当时得到不少

学者的支持，但也引起了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不

满（黄兴涛，2017：309-314）。一是“宗族”等概念

并不适用于满蒙回藏等群体，二是这一提法使各

边疆群体在争取政治和文化权利地位时，无法再

以“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等口号来进行政治动

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明确批评蒋介石的

“宗族论”是“大汉族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中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

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

‘宗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

和错误的民族政策”（毛泽东，1991［1945］：1083-
1084）。

（四）“国族”概念入宪

整个民国时期，与“民族”相关的多个概念同

时在社会上流行。1931年“中华国族”一词出现

在《申报》，随后“国族”一词开始进入政府公共政

治话语。1936年 5月，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主持制

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第一章“总纲”首

次写入“中华国族”，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

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黄兴涛，2017：
318）。当时的立法委员陈长蘅曾“主张明确称国

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同时把‘中华民族’改

为‘中华国族’”（黄兴涛，2017：320），承认满蒙回

藏等为“民族”，提出了一个“国族-民族”双层结

构。同一时期，袁业裕、吴文藻、吴泽炎等多位学

者也撰写文章讨论“国族”概念（郑凡等，1997：

59）。在 1942年毛起鵕、刘鸿焕编写的《我们的国

族》一书中，反复使用“中华国族”概念，但作者坚

持“国族”和“民族”“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的范

畴”，因此不把满蒙回藏等称为“民族”而称作“部

族”（毛起鵕、刘鸿焕，1942：2）。由此可见，在整

个民国时期，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民族”和与之相

关概念的讨论，各方观点始终未达成统一意见。

（五）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民族”概念的

演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族理论和未

来国家体制规划方面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

联国家体制的影响，一度主张我国各“民族”有自

决权，同时倾向于建立苏联式联邦制。1922年中

共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

党”的决议案》称：“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

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

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

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共中央

统战部［编］，1991：8）。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明确宣布“苏维

埃国家根本法最大原则之四，就是彻底的承认并

且实行民族自决，一直到承认各小民族有分立国

家的权利”（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123）。

《毛泽东选集》第 1卷（1921年 12月—1937年
5月）的正文中仅有两次提到“中华民族”，而且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同时出现，持续批判国民

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黄兴涛，2017：340-
346）。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

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此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各项宣言中，“中华民族”出现频次

显著增加。特别是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后，“中

华民族”成为共产党推动全民抗战的旗帜。《毛泽

东选集》第 2卷（1937年 7月—1941年 5月），“中

华民族”出现 5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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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大对蒋介石政

府的诱降力度，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
年 1月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有所

转移，所以《毛泽东选集》第 3卷（1941年 3月—

1945年 8月）、第 4卷（1945年 8月—1949年 9月）

分别只有 5处提及“中华民族”。如 1945年中共

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仅仅提及中国共产

党曾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史实。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继续批判国民党政府的

“宗族论”和“大汉族主义”。1941年延安出版《回

回民族问题》，指出“汉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

代表者，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这是大汉族

主义的标本”（民族问题研究会，1980［1941］：

序言）。

对于未来国家体制的设想，1945年《中国共

产党党章》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和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

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

部［编］，1991：748）。日本投降后，考虑到苏蒙联

军推动“内外蒙合并”（赛航等，2007：274）和新疆

的分裂局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国共产党

开始对国家体制设想的观点做出调整。1946年 2
月中央对内蒙问题提出的方针是：“根据和平建

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

口号”（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1000）。学者

考证，“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真正

实现了从‘联邦’到‘自治’的转变”（熊芳亮，

2016：16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

体制设想上不再提联邦制，转而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

三、1949年后我国的“民族”话语

（一）相关概念应用层面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国族”“国语”

“国文”等提法不再使用。虽然根据政协代表的

提议在代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一词，但此后

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重要纲领性文件不再出现

“中华民族”概念，如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
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均没有“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上

文件中与“民族”相关的基本阐述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共同纲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

民族的区域自治”（《共同纲领》），“各民族自治地

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

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法》）。

一方面把国内各群体称为“民族”，把中国表述为

“多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不再使用“国族”和“中

华民族”等提法。这些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新中国

的民族理论和相关话语已经把“民族”概念的应

用明确定位在汉满蒙回藏等国内群体的层面，同

时在谈及民国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和历史文献时，

仍然保留了“中华民族”提法。

（二）“民族识别”和“民族”话语的制度化

构建

20世纪 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

斯大林“民族”定义和相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③，

苏联专家曾实质性参与④。“民族识别”工作明确

认定各“民族”正式名称、人口边界（个体民族身

份）和传统聚居区地域，在行政体制中设立各民

族自治地方，为各民族编写“简史”“自治地方概

况”“语言简志”，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

为有语言文字体系的少数民族创建自成体系的

学校教育系统⑤，并在生育、教育、就业、司法等领

域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群体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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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在这样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民族身

份”逐渐成为我国民众政治与日常生活中最重要

的身份之一。

国家先后在行政建制上设立了 5个自治区，

30个自治州和 120个自治县（旗），占我国陆地面

积的 64%。⑥由政府主导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教材）成为各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自治

地方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由此，在中国社会构

建起了与民国时期内涵完全不同的一套“民族”

话语体系、制度、政策。“民族”成为特指我国少数

民族的称谓，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汉族与少数

民族的二元结构”（马戎，2010）。与此同时，“中

华民族”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实际上被虚化。从中

国共产党 1949年后召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来

看，从 1956年的八大到 1982年的十二大，其报告

均缺失“中华民族”概念。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编

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材）长期缺失“中

华民族”概念（马戎，2021：14-15），甚至有些人坚

持 20世纪 50年代“民族识别”时的基本观念，不

承认存在“中华民族”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在 2001年修改后仍然缺失“中华民族”

这一重要核心概念。

“民族识别”造成的后果，是中华各族几千年

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性”（或共同性）

被漠视或淡化，同时研究者们极力发掘、凸显，甚

至“创造”少数民族群体各族特性。长期以来，我

国各项制度、政治话语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突出

的仍然是“多元”而非“一体”。20世纪 80年代后，

随着老一代人逐渐过世，历史上存留的“共性”在

各族民众记忆和实践中渐次消融，各族曾经共享

的文化符号已基本淡逝。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传

统与符号不断被发掘和创造，“中华文化”逐渐缺

失了实质性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也正因为这

一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加

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

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⑧。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重现

“中华民族”概念重回我国政治生活，是改革

开放的必然。1978年 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

报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华民族”，但是有一段

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

本出发，思想僵化……”⑨这里的“民族”指的只能

是“中华民族”。1979年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⑩，“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
被提及 3次。1982年 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

华，开启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谈判。在新的

历史时期，构建港澳台居民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

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只能是“中华民族”，“中

华民族”这一概念再次受到重视并出现在政府重

要文件和政治话语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

中“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了 3次。从 1992年党的

十四大到 2012年党的十八大，5次会议的报告中，

“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次数分别是 4次、12次、16
次、15次和 18次。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报告（一年后

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他指出“我将把中华民

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

的 10亿人民。它所包括的 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

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然都称‘民族’，但

层次不同”（费孝通，1989：1）。费孝通试图通过

梳理中华民族这个政治文化体几千年的演变与

发展过程，努力重新建立“中华民族”（一体）和 56
个“民族”（多元）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强调“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以及中华民族近代出现的从“自

在”向“自觉”的转变过程。他沿用了 56个“民族”

的习惯用法，同时突出强调近代“中华民族”已经

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的这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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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接续了 20世纪 40年代的概念之争，并试图突

破推进国家整合与保护少数群体权利之间的巨

大张力。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新疆、西藏等地民族关

系显著恶化并危及社会稳定和国民生命安全，中

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2014年第四次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央特别强调要“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理论也得到了认可，并进一步阐述为“一体

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二者辩证统

一”�I1。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一

词出现了 43次。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华

民族”两次写入宪法序言。在 2021年 8月召开的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I2。在当前

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已经成为现时中国政

治话语中出现最频繁和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

四、与“民族”概念相关的话语调整思路

鸦片战争后，西方“民族”（nation）概念被引进

中国，此后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中，国人一直在

讨论应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个重要概念。有一点

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

族解放”“民族独立”等理念在二战后已被国际社

会普遍视为“政治正确”，而这些理念均以“民族”

（nation）概念为核心。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

内部的 56个群体也称为“民族”，很显然是把这个

核心概念用在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层面：

一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涵的“中华民族”，二是

在族源、语言、社会组织传统等方面彼此存在差

异的 56个“民族”。这两个层面，在英文中有清晰

的概念，可以严格对译，若非有意强调中国少数

民族有成为“nation”的潜力，断不会将其译为“na‐

tional minority”或“nationality”。在国内研究和教

学中对这两个层次的群体若不加区分，客观上是

在模糊“nation”（民族）与“ethnic group”（族群）两

种群体之间的本质差别。

目前，“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使

用方式在思维逻辑上存在争议，而且有可能造成

对民众群体认同意识的误导。为了维护国家政治

统一，避免外国势力介入国内族群矛盾并出现分

裂倾向，今天中国学术界必须对“民族”概念进行

深入讨论，对其内涵给予严格的界定，对处在不同

层面的社会群体不宜继续采用混同的名称。这是

当前中国民族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与此同

时，为了保持现阶段民众思想稳定和政治话语使

用的连续性，政府和主流媒体在一定时期内可以

在公共话语和政治文件中暂不做调整，仍然继续

沿用目前的话语，但是，我国的学术界对于这个

问题一定要讨论清楚，并争取早日达成共识。

（一）“民族”还是“族群”？

有关今后如何对“民族”相关概念进行调整，

有多种思路和选项。2000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

提出，能够称得上具有“nation”内涵的“民族”概

念群体，在中国只有中华民族，建议把 55个“少数

民族”改称“少数族群”，具体人群称“××族”，而

不称“××民族”（马戎，2000：135）。笔者认为中

国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其社会学属性上相当于

各国的少数族群（如黑人、亚裔、印第安人、西班

牙语裔、阿拉伯裔、穆斯林等）。这些少数群体在

英 文 中 被 称 为“ethnic minorities”或“ethnic
group”，汉语译作“族群”。如果把目前中国的“少

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不仅可以把“中华民

族”跟 56个“民族”在政治内涵上区分开来，还可

以引导国外学术界、媒体和公众逐渐从理解“eth‐
nic relations”（族群关系）而不是“national self-de‐
termination”（民族自决）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国内

群体关系，把汉维关系、汉藏关系与讨论美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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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拉丁语裔问题放在同一层次。这个思路无疑

将显著降低相关议题的政治敏感度，有利于把国

内族群关系问题与公民平等权利、发展机会和公

平司法等议题联系起来，并为妥善解决少数族群

的现实问题打开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空间。

但是，把“族群”概念运用到目前国内 56个
“民族”的层面，并把拥有 13亿人口的汉族称作一

个“族群”，似乎又不适宜。今天庞大的汉族人

口，最早以中原经济文化区为人口凝聚核心，在

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南移，并一路融汇周

边群体最终成形，其本身便是一个极其庞杂的血

缘与文化融合体（费孝通，1989）。所以，无论族

源、历史，还是语言、文化等方面，内部多源多元

的汉人和几千人的小族群（如赫哲族、独龙族）在

性质上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美国社会也不把

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称作一个“族群”。美国学

者在研究白人中的“WASP”（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指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犹太

人、爱尔兰裔、俄罗斯裔等群体时，也称他们为

“ethnic groups”（族群）。而汉人中的“客家人”“闽

南人”和澳门“土生葡人”等群体也符合西方“族

群”概念。但是，如果把中国的 55个少数民族称

为“族群”，而把汉族不叫“族群”——尽管汉族占

中国总人口的 91%，似乎又有悖于“民族平等”

原则。

以上讨论充分表明，无论是“民族”（nation）还

是“族群”（ethnic group），这些来自外部文明体系

的概念引入中国都会显得“水土不服”，其内涵与

分析逻辑同中华民族演变历史和传统认同观念

总是无法完全契合，难以扎下根来。把这些概念

简单地移植到中国，自然成了没有文化之根，似

是而非的政治话语，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社会健康

发展，反而会引发许多预想不到的新矛盾，冲击

维系了几千年中华“天下一统”的政治与文化秩

序。这就是我们在“民族”概念讨论中必须面对

的历史处境。

（二）重新起用“国族”概念

在概念调整中另一个可供考虑的选项，就是

把目前使用的“中华国族”（Chinese nation）改称民

国时期曾经流行的“中华国族”，同时保留 56个
“民族”的提法。由于“nation”具有政治实体的内

涵，完全可以译为“国族”。前述孙中山等人在民

国时期都曾多次使用这一概念。潘光旦在 20世
纪 30年代指出：“‘国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

西文的 nation一字，便有人译作国家、民族，或国

族”（潘光旦，1995［1936］：48）。《云五社会科学大

辞典》在阐述“民族”与“国族”的区别时说：“民族

可不必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及国家的形态，如过去

的犹太民族是；而国族则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如

中华国族是”（王云五，1975：94）。近年来已经有

些学者重提“国族”概念。1985年宁骚指出：“现

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

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

（宁骚，1985：14）。90年代一些学者建议重新起

用“国族”概念：“我们认为‘国族’提法值得重新

给予重视，并且重新加以阐释”（郑凡等，1997：
59）。这一建议在今后的术语讨论中值得考虑。

但是，如果把中华民族改称“中华国族”，保

留 56个“民族”用法，这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因

为自民国到今天，我们有关“nation”和“national‐
ism”的所有文件和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几乎都使

用或译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如果今天把“na‐
tion”统一改译成“国族”，把“nationalism”统一改

译成“国族主义”，那么我们近百年的巨量出版物

和译本中的词汇都需要在解读中进行调整，这将

给当代和后世的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如

果不加调整，则又会造成国内“民族”概念与国际

话语中“民族主义”“民族自决”直接挂钩的可能。

相比之下，把少数民族称作“族群”，也许影响的

范围和程度要小一点，涉及的主要是 1949年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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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少数民族”的文件和出版物以及少数民族关

于自身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属性的知识社会学

问题。

（三）关于“跨境民族”概念

20世纪 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提出“跨境民

族”概念。这是从我国 56个“民族”这一概念延伸

出去的。我国的蒙古族是“民族”，与蒙古国蒙古

族同属一个“蒙古民族”，所以国境两边的蒙古人

属于“跨境民族”。类推的还有哈萨克族、朝鲜族

等多个沿国境居住的群体。有人归纳出我国有

“30多个跨国民族，总人口为 6600多万人”（白振

声、杨建新，2010：4）。如果这些群体的性质都属

于“跨境民族”，那么无论按照西方经典的民族主

义理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I3），还是按照列宁

和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自决权”�I4，这些跨境的“民

族”都有合并建国的政治动力和情感期待。这个

推论逻辑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把国内 56个群

体都称为“民族”所带来的政治隐患。

如果我们从“族群”内涵来理解现有各政治实

体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将他们与美国黑人、亚裔

等同样称之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I5，这

些有共同或相近族源、语言、生活习俗但居住在

现有国境两侧的群体，可以称作“跨境族群”。按

照这样的逻辑，中国蒙古族、哈萨克族是中华民

族内部的蒙古族、哈萨克族，蒙古国的蒙古族和

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属于蒙古民族、哈萨克民

族。这样的概念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在

我国少数族群民众中构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削弱一些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分离活动

的思想基础。

目前，境外群体在看待中国有关“跨境民族”

话语的回应有两类：第一类是境外群体在该国是

主体民族，例如蒙古国的蒙古族，他们其实并不

反对中国蒙古族对该国的“民族认同”，只是碍于

两国正式关系较少公开宣扬。第二类是“跨境群

体”在两国都属于少数群体，此时邻国政府坚决

反对“跨境民族”概念。如越南政府认为本国苗

族与中国苗族是两个群体，作为一个小国，越南

非常担心中国利用这种“跨境民族认同”把越南

少数族群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引导到中国一侧而

危及自身的政治统一（马戎，2016：207）。

五、中国“民族”概念史

作为民族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

综上所述，在今天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就

必须讨论“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义，梳理

这个源自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进入中国人

话语体系的过程及其后续演变，包括：第一，这个

外来概念与中华文明传统的群体认同观念之间的

差异和矛盾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曾经如何呈现？第

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者们在初始时期如何理

解和使用这个概念？本土学者和留洋学者之间

曾经有过哪些对话和讨论？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对于“nation”的其他解读和译法（如“国族”）曾经

有过哪些争议？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

在“民族”理论上出现的差异是如何呈现的，其思

想根源和各类影响因素都有哪些？第四，改革开

放以来相关概念的讨论及其影响。

有关“民族”概念演变史的梳理还需要沿着

语言体系的三条脉络展开：一是，梳理英文“na‐
tion”及相关词汇引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以及汉语

“民族”一词的演变史；二是，为了深刻理解“民

族”原型词“nation”及其他相关词汇（如“nationali‐
ty”“ethnicity”“race”）的政治文化内涵，我们需要

追溯这些词汇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演变进程；三

是，我国各少数民族接触英文“nation”和汉语“民

族”一词的过程，本族文字（蒙古文、满文、维吾尔

文、藏文等）中的相应译法何时出现，以及分析各

族知识分子对其内涵的解读与应用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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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需要在政治话语层面梳理“民族”概

念的流变：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na‐
tion”（民族）话语，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有关“na‐
tion”议题的辩论，苏联成立后的“民族”话语体系

及制度实践；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政治

思想史中有关“民族”一词的使用及演变。这些

议题可归纳为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概念史”（histo‐
ry of concepts）、“政治语言史”（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和“政治话语史”（history of political dis‐
course）研究。我们应当在以上专题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重构我国的群体关系话语体系。

从“民族”这个概念出发，还衍生出多个与之

相关并对人们的认同意识和社会运动影响深远

的重要概念，如“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区域

自治”等，这些概念也影响着人们对“民族”概念的

理解。我们在分析“民族”概念演变史时，这些相

关重要概念在西方国家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与政治变迁中的演变史的

追溯也不可忽视。对这些相关概念的梳理，无疑

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系统地理解“民族”

概念。

在近二十多年国内学术界有关“民族”“族

群”用法的讨论中，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观点，

主要集中在对两个核心概念的不同解读以及两

个概念在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庞中英，1996；周
传斌，2005：王星，2009；潘蛟，2009；何菊，2010；
金志远，2010）。这些讨论对于我国学术界进一

步厘清核心概念，更好地理解有关讨论的深层次

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把相关汉语词汇译成英文时

也需要特别注意。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翻译的

《宪法修正案》英文版，起初把“少数民族”“民族

区域自治”分别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ies”“re‐
gional national autonomy”。同时，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翻译的十九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把“少数

民族”“民族区域自治”译为“ethnic minorities”和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叶江，2018：1），经反映

后全国人大的译法已经调整。如果仍然把“少数

民族”“民族区域自治”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ies”
和“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会对国外媒体和

读者造成误导。前些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的英文译法从“State Commission for Nationalities
Affairs”改为“State Commission for Ethnic Affairs”，
但其下属各院校的英文译法仍不统一，如中央民

族大学从“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改为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西南民族大学改为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即使用“民族”的拼

音，同时中南民族大学仍为“South-Central Univer‐
sity for Nationalities”。由此可见，即使中央文件已

统一译法，但获得普遍接受仍需时日。

对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演变过程的

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黄兴

涛，2017；熊芳亮，2016）。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

的“民族”话语和相关核心概念的演变，特别是

1949年后的“民族识别”“区域自治”等重要议题

的史料发掘和讨论，仍然是中国民族研究学者必

须面对的重要研究领域（马戎，2019b）。关于如

何使用“民族”一词，目前国内仍然存在分歧意

见。在达成共识之前，我们应当尊重现有习惯用

法，以免在干部和民众当中造成思想冲击。但是

对这些核心概念应当如何定义、如何使用和如何

翻译，应当允许学术界对相关议题开展充分讨

论。这些讨论将为今后这些关键话语的调整创

造条件，也将成为重构我国群体关系话语体系的

重要资源。

六、结语

总而言之，今天在中国开展民族研究，离不

开对核心概念“民族”的讨论。有的学者建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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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拘泥于追求“nation”一词的统一翻译和使用，如

改用拼音“minzu”�I6，或认为相关的具体名词之争

并不重要，只要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充分尊重少数

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尊重他们学习母语的权利

和文化权益，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和经济发展，中

国社会即可保持稳定与和谐。但是，我们必须认

识到，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个核心

概念“民族”的解读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

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削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

同意识，客观上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

的“多元”及弱化“一体”，并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

进行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启蒙。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在各边疆地

区的建立和巩固，随着经济制度的同质化（合作

化、公社化、承包制等）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

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边疆地区与内地省份的制

度差异已迅速缩小，随着全国性大规模跨地域人

口流动和就业市场一体化，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生

活水平的质的飞跃，1949年以前留存的制度性族

际传统区隔模式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跨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民族人

口地理分布格局和社会分层角色正在发生深刻

的历史性变化。也正因此，当年建立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必然将根据我们面对的新时代和新任

务做出必要的调整。在族际互动全面增强的今

天，如果我们不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阐

释得非常清楚，仍然保留含混和多重含义的不同

解读，那么我们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将始终处

于争论之中，不可能真正予以厘清并达成共识。

中国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日益频繁，

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的民族关系已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成员，在其他多族群国家（如美国、印

度、加拿大、新加坡），具有不同族源、语言、宗教、

习俗的少数群体通常被视为“ethnic groups”（族

群），我们应努力把国际学术界和各国媒体对我

国汉维关系、汉藏关系、汉蒙关系的关注引导到

“ethnic relations”（族群关系）这个层面的少数群

体权益维护上，而不关联到与“nation”（民族）相

关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上。中

国今后的发展必然持续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国内的任何社会问题也将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热

点议题，各族民众必须逐步了解并适应这一国际

新形势的快速变化。

在风云变幻的 21世纪，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中

华文明之根，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把

“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引入和演变历史说清楚。

在认识这一核心概念的真实社会作用时，必须根

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地调查和分析相关

理论、制度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客观影响，分析其

引领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

国家统一，还是淡化了各族分享的共同性和削弱

了对祖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只要坚持实

事求是、解放思想，我们就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多年民族关系实践的调查和讨论中

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

能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就无法形成服

务于树立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知识和话语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构建的民族理论和

相应法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我国的民

族平等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为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在改革问题上绝不能出

现颠覆性错误，大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不能出现

180度的大转弯，否则没有不跌跟头的。但是，毕

竟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前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制

定的法规法律同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相比已有了不适应之处，今后必然面临相关法

律法规修订完善的问题。在实事求是和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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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科学精神指引下，可以预见我国的民族话语

在适当时机很可能会做出某些调整，而今天学术

界对相关核心概念所开展的讨论，正是为未来的

话语调整做学术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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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xi needs“high obligation”on the part of the higher nodes (higher class). The motivation of the higher social

nodes participating in indirect guanxi is decided jointly by“obligation”and“return expectation”. If one is too

low, the other has to be high for compensation. This paper opens up a new way to explain the Chinese guanxi by

combining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exchan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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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of entrepreneurs is defined as the degree to which entrepreneur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otential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ir enterprises in an uncer‐

tai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625 enterprise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Park of Zhuhai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8 to 2021.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in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isruptions (COVID-19) on inno‐

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entrepreneurs'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and in‐

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

terprise innov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negative events (COVID-19), the higher the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of entrepreneurs, the more they can help enterprises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lessed by the perfecting Party building system and favorable government sup‐

port policies, entrepreneurs'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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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has become the central issue for discussion in ethnic studies in today’s China. The concept of

“nation”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jus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

tween this western concept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to achieve a uni‐

fied understandi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over 70 years, th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border regions and the rest of China have dramatically reduced, and traditional ethnic se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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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ion has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of the incessant increase of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ethnic group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thnic populations and their rol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ve experienced signifi‐

cant historical changes. If such a critical concept as“nation”is still open to confusing and conflicting interpreta‐

tions, our basic theor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making related to“nation”or“ethnicity”will re‐

main in limbo. Therefore, an agreemen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nation”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vs.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for pushing forward Chinese ethnic studies.

Keywords: nation, state-nation, clan, pluralist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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